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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第十 卷，總第三十七期 ，1 997 No
·3 ，91 1 － 92 2

中國發展研究的檢視

鄧正來＊

問題的設定

自西方以暴力打開中國大門始 ，中國學者便整體地面臨着一個如何看待或處理
西方文明及中國傳統的雙向問題，其間當包括中西於觀念及理論層面上的交互關係
問題1 ，而這些問題則最為集中地反映在中國論者關於中國如何發展的研究之中 。

當我們本着嚴肅的態度檢討和反思百年來中國論者有關中國發展問題的研究時，我
們便發見了一個基本且持續的取向2：中國論者固着地依憑一己的認識（sensibi l i t y）3

向西方尋求經驗和理論的支援4 ，用以批判中國的傳統、界定和評估中國的現狀 、

構設和規劃中國發展的目標及其實現的道路 。

＊ 《中國社會科學季刊》主編

1 ．中國與外域在歷史上亦曾發生過種種文化思想上的交流和互動 ，然而此時的關係與前此各種關

係不同 的特徵 ，在於此一 關係乃 是在 中西整 體性互 動背 景中展 開的。

2．百年來 ，中國論者有關中國發展問題的研究取向，實際上是極為複雜的 ，其間有與本文所述取

向相反的取向 ，亦有諸多例外性取向，但筆者以為，它們並不構成基本取 向 ； 此外，本文所述

的基本取向 ，嚴格限制在有關中國發展研究領域中訴求西方經驗與理論支援並否定或無視中國

傳統的正 面因素的 範圍，而 且在時間 上不包括 1 949年至1 9 7 6年， 因為此一 時間基本 上脫離 了

中西整體 性互動背 景 。

3．此一概念係 C·吉爾 茲在其 L o c a l Kno w l e d g e 一書 中提出的 ，嚴格地講 ，翻譯成“認識”是不 妥

的 ，因為在吉爾茲那裡，它不僅指C har a c t e r i z a t i o n o f w hat ha pp e n e d，而且還指 im ag i n a t i o n o f

wha t ma y h a p p e n。

4．楊國樞 、 文崇一指出， 中國學者“在以中國社會與中國人為對象從事研究工作時 ，往往偏重西

方學 者所 探討 的問 題 ，沿用 西方 學者 所建 立的 理論 ，套 用西 方學 者所 設計 的方 法 。”見 楊 國

樞 、文崇一編《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序言 ，臺灣 ，1 982年 。此外 ，對我們頗具啟發

意義的 觀點 ，參 見林 毓生 語 ，“五 四人 物對 西方 文化 接受 的態 度也 是一 元論 式的 。當 時的 學

者 ，往往接觸到什麼 ，這以為那是西洋文化的代表 。譬如胡適一再強調杜威的思想是西方文化

主流 ，是世 界文 化未 來的 取向 。…… 到現 在為 止 ，我們 還受 這種思 想模 式的 影響 。” 見林 毓

生 ：《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 ，三聯書店 ，1 98 8年版 ，第232－233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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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進一步對中國論者在這種取向下的研究成果做批判性分析時 ，我們發現

了這樣一些問題 ，即儘管中國論者所引用的西方理論不同 、其理論淵源亦有所駁

難 ，但在適用於中國的發展研究時卻發生了同樣的問題5 ：例如把西方發展過程中

的問題及西方理論旨在回答的問題虛構為中國發展進程中的問題 ；把西方邁入現代

社會後所抽象概括出來的種種現代性因素倒果為因地視做中國推進現代化的前提性

條件 ；把中國傳統視為中國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障礙而進行整體性批判及否定 ；忽略

對西方因其發展的自生自發性而不構成問題但對示範壓力下的中國的發展卻構成問

題的問題進行研究 ；在西方的理論未經分析和批判以及其理論預設未經中國經驗驗

證的情況下就視其為當然 ，進而對中國的社會事實做非彼即此的判斷 ，等等6 。

如果我們不將分析僅僅停留在對中國論者採取的取向以及中國論者研究的問題

“是什麼”的層面，亦不將分析泛流於中國論者“只能”或者“應當”採取這種取

向的不予深刻探究的“決定論”或空洞且皮相的論斷層面7 ，而力圖進入此一表象

背後的深層思維模式做一番更為刨根問底的追問，那麼我們就可以將此一問題轉換

成“為什麼”的問式 8 ，即（1）為什麼中國論者在研究中國發展問題時採取上述取

向 ？（2）為什麼中國論者在上述取向下運用西方理論及概念研究中國發展問題時

會發生上述問題？而這正是本文所試圖回答的問題 。

5．最為典型的例子是陳獨秀與胡適 ，前者基本上信奉的是法蘭西大革命的思想啟蒙傳統 ，而後者

援用的基本上是杜威－格林－脈的英美思想傳統 ，儘管二者信奉不同 ，但却在討論中國發展問

題時產生了同樣的問題 。關於這類問題的細節，作者將另文詳論。

6．這類問題很多，我們至少可以指出：本世紀80年代民主政治先行抑或經濟發展先行問題的提

出 ，本身就意謂着將西方發展結果的現代民主政治視做中國發展的前提條件 ；五四新文化運動

時期的激烈反傳統主義的基設便是中國傳統對發展構成了障礙 ；西方發展中解決問題的方法與

後發型國家完全不同 ，前者是逐個解決的 ，後者往往是共時解決的 ，然而中國論者則常常忽略

中國發展中各種問題共時發生共時解決的個殊性 ；關於西方的各種理論，尤其是民主理論 ，在

中國論者處往往是作為“真理”被接受的 ，除了意識形態性的批判以外 ，迄今幾無被認真分析

批判過 ，進而演化成口號或另一種意識形態。

需要強調的是 ，中國論者在運用西方理論及概念時所發生的問題遠不止這些，還需另文專述；

此外 ，由於中國論者研究課題的局限或者討論問題的層面局限 ，這些問題未簡得會同時出現於

某一個別研究成果之中，或者幾項研究中發生的問題亦未必同樣。

7．羅榮渠指出，“近年來研究東方國家現代化進程的學者大都形成一個比較明確的觀點 ：現代化

並不是一個單向的歷史過程 ，而是外部刺激與內部回應兩者相結合的過程 ，具體地說 ，就是近

代西方的衝擊與東方國家本身做出反響的一個錯綜複雜的過程 。對於受西方資本主義侵略的東

方國家來說 ，自強圖存的第一個回應是強烈的民族主義的 ，而這一回應的具體措施就是模仿西

方的先進技藝 ，因此 ，對現代化認識的最早的理論概括一般都是西方化 ，雖然實際的現代化過

程絕非按西方國家的模樣亦步亦趨。”見《從“西化”到現代化》，北京大學出版社，1 990年

版 ，第 2 頁 。就是毛澤東也這樣認為， “要救國 ，只有維新 ，要維新 ，只有學外國” 。見毛澤

東 ：《論人民民主專政》 。然而不無遺憾的是 ，他們都對中國“為什麼”要西方化 、“為什

麼”只有學外國的問題未做回答。

8．我們毋須簡單地將“是什麼”與“為什麼”的問題視為截然的兩極 ，在某種意義上講 ，它們除

了具有某種因果的關係外 ，還多少具有“循環論證”或辯證的性質。

關於中國知識分子在中國發展研究中為什麼固着且持續地尋求西方經驗和理論

的支援的問題 ，大體上有兩種解釋：一是側重於西方外力強設於中國而導致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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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套用 E ．Shils 的話說 ，“當下（指六十年代 初）西方之外的整個思想界…… ，

都專注於西方的成就，迷眩傾倒於西方思想的成果 。甚至那些具有偉大的原創性知

識分子的日本 、蘇聯以及中國亦都關注着西方 ，此不僅是因為國家或軍事戰略的緣

故 ，他們還被西方的光芒所震攝 ，故缺乏對自己的思想的自信和自尊 。”9 J．R．

Levension 則更是明確斷言 ，“傳統中國社會的崩潰乃是西方力量衝擊的結果 ，而

西方的這種侵略 ，干擾並毀滅了中國人對中國思想自足性的信心”10 ，遂使其訴諸

西方的思想救濟。另一種解釋則側重於中國學者因西方衝擊而做出的以富強 、救亡

圖存或完成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為依歸的訴求西方經驗和思想的回應 。11 儘管

上述兩種解釋的側重面不同 ，但基本上是在“示範一接受”範式下的言述 ，即由於

現代的西方對傳統的中國構成了經驗和知識層面的示範 ，所以中國學者不論是因為

缺乏思想上的自信還是為了中國的發展都只能接受西方的經驗和理論 。然而 ，當我

們採取比較謹慎的態度將上述似乎確當的解釋置於整個非西方社會中予以考察時 ，

便發現其解釋力的失當，因為一些與中國同樣處於西方示範下的非西方社會的知識

分子 ，在考慮和研究其國家的發展時並未採取與中國學者同樣的取向12 ，換言之 ，

西方對中國的示範 ，就中國學者採取上述取向言，只構成必要的條件而非充分的條

件 。

9 ．E． Shils，The Intellectu al BetweenTr ad it ion and Modernity：The Indian Situation，Mouton，1961，p．13 。

1 0．J．R．Leven si on，Con fuci an Ch ina and it s Mod ern F ate，Un iver sity of C ali fomia Pr e ss，1958，Vol．l，p．

145 。

1 1．這類論述頗豐 ，較具代表性的參見費正清在“衝擊一回應”範式下所做的論述 ：Te n g a nd

F a ir bank，China＇s Res pon se to t he West，Harv ard Uni．Pr es s，19 54；F air bank，Rei s chou er and Cra ig，Eas t

Asi a：The Modern Trans form ation，Bo ston，196 5 。

1 2．此處最具典型意義的範例乃是拉美國家知識分子在研究拉美國家發展問題時提出的依附理論。

1 3．參閱林毓生：《中國意識的危機》 ，貴州人民出版社 ，1 988年版 。

1 4．B．史華慈：《 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 ，江蘇人民出版社 ，1 989年版 ，第230－231頁 。

1 5．張灝等編 ：《晚清思想發展討論——幾個基本論點的提出與檢討》 ，“晚清思想” ，第 1－33

頁 ，臺北，時報出版公司，民國69年 。

關於中國論者為什麼在上述取向下運用西方理論及概念研究中國發展論題時會

發生上述諸種問題 ，據我所知並無現成的答案，然而一些相關的觀點可能對我們有

某種啟發意義 。林毓生曾就五四中國論者全盤否定傳統文化以及盲目接受西方思想

的問題，給出過源出於中國傳統中一元論或唯智論思想模式的“借思想文化以解決

問題的途徑”的解釋 ，而且還做出過對源出於中國傳統中“機械式、一元式”地接

受西方觀念的思想模式的批判13 。本杰明·史華茲在討論嚴復的“富強”觀時指

出，“他對於富強的關注 、他對於西方文明中‘浮士德性格’的反應……構成了當

時所有獨立思想流派的基礎 ，並與它們都發生了聯繫 ，不管這些流派自登臺之日起

即標榜為社會主義的、自由主義的或者甚至是新傳統主義的”14 。張灝則比史華茲

更明確地指出了“救亡圖存”的過濾功用 ；在列強進逼之下 ，“一時救亡圖存的意

識瀰漫朝野 。在此意識的籠罩下 ，中國知識分子開始大規模地接受西方思想……值

得注意的是，這些西方思想的來源是很駁難的 ；有的來自民族主義 、有的來自自由

主義、有的來自浪漫主義以及其他的思潮 ，可是這些思潮都是經過群體意識的過濾

而被接受進來的 。就因為這一層過濾 ，很多西方思想已非原來形態”15 。顯而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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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林毓生的解釋或批判不僅因其宣稱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模式“未受到西方思想

源流的直接影響” 16 而顯有偏頗，而且因其解釋範圍的明確限定而無力解釋本文上

述的其他問題。史華茲與張灝的解釋顯然更趨近我們的問題，但是他們發現的作為

各種思想基礎的“富強”觀或對其他思想具有過濾功用的“救亡圖存”意識，從邏

輯上講，充其量只涵涉了中國論者向西方尋求經驗及理論支援的可能性，以及在這

種可能性變成現實性時所引進的理論可能會被誤讀或曲解，然而依舊無力回答我們

所提出的那些並不是因為誤讀或曲解而存在的問題。

然而，此處毋寧強調的是，他們的觀點對於我們在回答上述問題時具有兩個方

面的啟發意義：（1）中國論者在研究中採取那種取向並發生那些問題，可能是某

種對中國論者具有支配力的思想框架使然，儘管這種框架不是他們所說的那種觀念

或意識；（2）中國論者在研究中發生的那些問題，可以依據不同觀點或方法對之

進行逐個分析和解釋，但卻無助於分析和批判其背後的整體思想框架。

據此，本文的理論預設是：中國論者採取尋求西方經驗和理論支援的取向乃是

以中國論者在有關中國發展問題的研究時接受某種被認為足以證明此類示範為當然

的思想框架為充分條件，亦即受着某種思想框架（或稱思想模式）的支配，而且中

國論者研究中的上述問題（當然不是指研究中的全部問題）與受這種思想框架的支

配以及這種思想框架本身具有的謬誤間存有着緊密的因果關係。我們姑且稱其為

“現代化框架”（framework of mode r niz a t i on）。此處需要強調的是，“現代化框

架”帶有明顯的“思維定式”成份或“前見”性功效，因此與西方知識分子提出的

各種現代化理論本身不同，儘管二者間存有內在的邏輯勾連。此外，這種框架與那

些幾乎無從驗證的公理性命題 17不同，因為它本身及其所含預設是可以進行驗證、

分析和批判的。但是，要對本文所提出的理論預設進行全面驗證和分析，恐必須對

百年來中國論者有關中國發展的種種研究予以清釐和分析，這顯然不是本文的能力

所及。因此，筆者擬採用個案分析的方式來驗證上述預設，即把上述預設置於中國

大陸於本世紀90年代初展開的關注於中國現代化發展的市民社會（ci v i l s o ci e ty）理

論研究“場景”之中，進行驗證和分析。這種分析至少具有兩個意義：（1 ）如果

我們的預設得以證明，至少可以說明“現代化框架”對我們關於發展研究的支配，

就某個面相言，在當下的90年代繼續具有功效，從而使我們得以自覺地修正和批

判這一框架；（2）如果我們的預設未能得到證明，那麼我們通過指出“現代化框

架”所具有的誤導性問題並對其做出簡要的分析和批判，亦至少有助於中國市民社

會論者以及其他發展理論研究者在進一步拓深其研究時對此一框架所可能產生的影

響保有足夠的警省。

“現代化框架”的批判

在將本文提出的預設置於中國市民社會研究背景中做個案分析以前，依據論證

邏輯的需要，我們須首先對本文所謂的“現代化框架”做出界定。

1 6．林毓生：《中國意識的危機》，貴州人民出版社，1 988年版，第48頁。

1 7．如“天賦人權”、“人性本善”抑或“人性本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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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上文所述，“現代化框架”與西方學者提出的各種現代化理論不同，但西

方學者關於現代化的種種思考卻構成了此一框架的思想淵源。西方現代化思潮中的

歷史觀（孔德、斯賓塞）、典型觀（Tonni es、涂爾干、韋伯等）以及結構——功

能觀（帕森斯、列維等）都是“現代化框架”的理論資源。儘管上述種種現代化的

觀點存有歧異而且在方法上亦不盡相同，但是一般而言，整個西方現代化理論架構

是以下述兩個假設為基礎的：

假設一，當下世界的所有國家都可以根據西方現代化所取得的成就而被界分為

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這便是人所熟知的“傳統一現代”兩分觀。套用The da

Skoc pol 的話說，“此一方法乃是細心建構‘傳統’對‘現代’的非歷史的理想類

型，然後將其應用到國家研究的案例上”18 。

假設二，人類歷史注定沿着單一軌綫發展，此一軌綫由前後相續、性質嚴格區

別的階段構成；依據上述“傳統一現代”兩分觀，這種發展就表現為由傳統社會向

現代社會的進化，一如J ．La Pa lomba r a所言，“‘現代’與‘現代性’這兩個術語

意謂着社會達爾文主義模式的政治發展，並暗示改變是不可避免的，且其進展具有

許多明顯的階段， 後來的進化階段則比先前的階段更複雜亦更美好”19 。

這種以“傳統與現代”兩分觀及“傳統必然向現代”的進化觀為思想支援的各

種現代化理論，原本是西方學者對西方社會在工業革命和科技革命前後階段的思

考，但當它被用以解釋非西方的發展問題並為非西方學者接受時，這種思想和理論

就擺脫了其發生學意義上的限制，而成為一種較為普適的關於各種傳統社會向現代

社會轉型的“思想框架”，亦即我所稱謂的“現代化框架” 。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這種以西方化的世界發展觀為依托的“現代化框架”，在

歷史上並不是整體性地、一次性地為中國知識分子接受下來的。中國近現代思想的

發展軌迹明示，中國學人對此一框架的接受是伴隨着他們在“發現西方”（史華茲

語）的背景下經“中國中心”觀、“東方精神－西方物質”觀、“西化”觀的演化

而逐漸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達致普遍化的，後又經中國學人向西方舶取各種現代

化理論而得到強化 20 。當然，我們毋需設想上述“現代化框架”在每一個知識分子

頭腦中都具有清晰的表現，或被明確且系統地認識，但是較為一般的情形是，它往

往是在中國知識分子思想深層中被視為當然而不被深究，並確實地在其思考和研究

中反映出來。

18．T． S k o c po l ：《論Wa l l e r s t e i n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理論與歷史的批判》，載於蕭新煌編：《低

度發 展 與 發展 》 ， 臺灣 巨 流 圖書 公 司 ，1 9 8 5年 版 ， 第40 3頁 。

19．J ．La Palombara，Bur eaucr acy and Pol i t i ca l Development，Pr i ncet on Univer s i t y Pres s ，1963，pp．38－39。

儘管他 主要指 的是政 治現 代化的 問題， 但筆 者以為 亦可適 用於 現代化 的其他 方面 。

20．關於中國近現代思想史演化方面的著述頗豐，本文不逐一列舉 ；英語世界漢學中較權威的版本

是費 正 清 主 編 的 《 劍 橋 中 華 民 國 史 》 ， 可 參 見 其上 卷 ， 第 6、 7 、 8、 9諸 章 節 ， 中 國 社 會 科

學出版社，1 994年版。

毋庸置疑，這種由西方學者依其視角而產生的所謂現代化思考，一俟在認知層

面上為中國學人作為思想框架接受下來，就勢必依其自身的邏輯開始發生作用，或

者，一如福科所謂權力依賴知識的建構又產生它的那種知識，現代化框架既依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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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人發現西方的知識建構而得以確立，同時又使中國學人在其支配下生產出各種

變異性知識。這兩個相關方面於現實層面的邏輯展開便是：第一，“現代化框架”

的被接受，給西方對中國的示範注入了某種合法性“暴力”意義；在這種暴力性示

範下，中國學人毫無批判地向西方舶取經驗和引進理論，便被視為合理的甚或應當

的；第二，它使中國學人有關中國發展的研究及其成果都必須經過此一思想框架的

過濾，亦即依着“現代化框架”對這些研究做“語境化”或“路徑化”的處理，進

而使這些研究成果帶上此一框架的烙印。

21 ．現代化研究取向自本世紀六十年代始遭到了來自各方的嚴厲批判，此方面的著述極多，漢語世

界的文獻主要可參見：艾愷：《世界範圍的反現代化思潮 —— 論文化守成主義》（中譯本），貴

州人 民 出 版社 ， 1 99 1 年 版； 蕭 新 煌編 ： 《 低 度發 展 與 發展 》 ， 臺灣 巨 流 圖書 公 司 ，1 9 8 5年

版；英語文獻主要可參見：J．R ．G u s f i e l d ：Tr a d i t i o n a n d M o d e r n i t y ：M i spl a c e d Po l a r it i e s in the S t ud y

o f  So c i a l  Cha ng e , i n  Ame r i c a n J o ur na l  o f  So c i o l o g y , 7 2 , 1 9 6 7 , pp. 3 5 2 -3 6 2 ; R . B e nd ix : Tr a di t i o n a nd

Mo de r ni t y  Re c o ns i de r e d, i n Co mpa ra t i v e  St udi e s  i n So c i e t y  a nd H i s t o r y , 9 , 1 9 6 7 , pp. 2 9 2 -3 4 6 ; D. C .

T i pps : Mo de r niz a t i o n  The or y  a nd the  Co mpa r a t i v e  St u dy  o f  So c i e t i e s :  A  Cr i t i c a l  Pe r s pe c t i v e , i n

Compa r ati v e  St udi e s  i n  s o c i e t y  a nd Hi s t o r y , 1 5 , 1 9 7 3 , pp. 1 9 9 -2 2 6 ; A. Sm i t y : The  Co nc e pt  o f  So c i a l

C ha ng e , Londo n, 1 9 7 3 ; C . Ti l l y : The Fo r ma t i o n o f  Na t i o n Sta t e s  i n We s ter n Eu ro pe , Pr i nc e t on U n i .

Pr e s s , 1 9 7 5 , Cha pt e r  9 ; I . Wa l l e r s t e i n: Th e Mo dern Wor l d Sy s t e m , Ne w Yo r k: Ac a de mi c  Pr e s s , 1 9 7 4 。

22．參閱 布萊克：《 現代化的動 力》，浙江 人民出版社 ，第5－7 頁 ；另參閱布萊克：《比較現代

化》，序言第2－3頁。

23． 其實， 後發 國家的 發展 經驗已 然表 明，現 代化 的實現 方式 可以是 多樣 的 ；而且經驗研究亦表

明，即 使是 西方 諸國的 現代 化道 路亦不 是劃 一的 。

此處的關鍵問題不只是我們須認識到“現代化框架”對我們的研究的影響，而

且還在於須對“現代化框架”本身進行分析和批判；如此，它對於我們的研究的功

用具體為何，方能凸顯出來。不無遺憾的是，中國學人大都匆忙地進入中國的發展

研究，未能冷靜地將這種對研究具有支配力的“現代化框架”置於研究對象的地位

而進行分析和批判。關於“現代化框架”的分析和批判，我們可以藉用西方學者自

二十世紀60年代以後對現代化理論及其預設的批判以及艾愷所謂的世界範圍反現

代化思潮中的種種觀點21 ，將其概括為至少下述幾點：第一，“現代化框架”將世

界各國做傳統與現代的簡單兩分處理，意謂着不是現代的就必然是傳統的；這種武

斷的非彼即此的處理，緊要處在於如何對現代給出界定，但是這一界定所依據的恰

恰是西方發展經驗及其成就中抽象出來的因素；據此，“傳統一現代”兩分觀具有

着“西方中心主義”的蘊涵。第二，傳統與現代的兩分乃是經抽象而獲致的純粹形

式，它使人們依據現實中並不存在的這種純粹兩極形式去構想世界，在某種意義上

講是以邏輯合理性替代歷史的真實性。進而，由於這種兩分觀忽視了經驗上的事

實，甚或無視實證研究的重要發現以及人類學和歷史學上的知識，所以根本否定了

現代中隱含有傳統、而傳統中又往往存在着現代這一極為複雜的現象。第三，“現

代化框架”預設的那種一成不變的單綫性歷史進化圖式，其背後的根本要害在於將

西方發展經驗的偶然轉換成一種普世的歷史必然；它不僅意謂着於目的層面世界須

依西方已然獲致的成就水平向西方趨同，而且西方實現此一成就水平的方式亦具普

遍有效性 22 ；這意謂着對條件不同、文化相異的國家發展出具有個殊品格的現代化

道路的可能性的否定23 。第四，透過“傳統與現代”的歷史發展的前後序列排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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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認定現代化的實現以拋棄和否定傳統為條件，“現代化框架”進而在設定傳統是

整體且同質的基礎上，視傳統為整體的落後，並且對趨向於現代的發展構成了障

礙；這就意謂着傳統社會必定要尋求現代，但同時必須整體地拋棄和否定傳統；這

無疑忽視了傳統中所隱含的向現代轉型的深厚的正面性資源。

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的若干問題

一如上文所述，中國市民社會研究24始於本世紀90年代初葉；此一研究經

《中國社會科學季刊》的推動而逐漸呈現為一種關於中國發展的理論思潮25。關於

此一思潮的理論定位，須切入中國論者採用西方市民社會概念及理論的基本背景中

方能予以明確。

（1）中國知識界在進入90年代後開始嚴肅的理論反思，其間包括對有關中國現

代化發展道路思考的“新權威主義”和“民主先導論”等做認真的剖析和批判，這

在某種意義上表現為當代中國學人開始以理性的思考和穩重的選擇替代浪漫激進的

思考和急功近利的選擇。此一層面反思的關鍵意義在於中國論者欲求擺脫以“國家

本位觀”為支援的自上而下的精英式路徑的束縛而轉向對社會力量的關注、欲求放

棄一步到位達致民主政治的幻想而轉入嚴肅地探究民主政治賴以建立的社會結構性

基礎的漸進道路；

（2）1 992年初中國經濟改革進入建立市場經濟的新階段，這就使資源流動、社

會分化、國家職能轉換、社會整合、社會空間確立等問題的提出及研究具有了現實

可能的意義。這一經驗層面發展的關鍵意義在於“國家與社會間疆界的確立”或

“國家與社會間關係的建構”等新問題的提出，表證了以國家本位為基礎的總體性

理路的危機，從另一面相言，中國發展的現實進程需求某種能夠對這些問題作出分

析和解釋的理論的出現；

（3）自80年代始，西方及東歐為回應其各自面臨的問題而掀起了一股市民社會

討論“熱潮”，“這股思潮之於西方及東歐國家，乃是對一個世紀前的市民社會理

論的復興，是對百年來國家與市民社會間極度張力的檢討和調適，因此基於現實層

面的目標在西方國家表現為重新調整國家與時下依舊存有的市民社會的關係的努

力，在東歐國家呈現為重建原本有過而現下喪失了的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係的努

力”。此一現象的意義在於，市民社會理論在國家與社會關係方面的有效解釋力以

及西方市民社會道路被認為在東歐的成功，都在某種意義上暗示了此一理論及其相

應道路的普遍性效力，而這恰恰構成了對當下中國論者的示範。

24．此處所論“中國市民社會研究”，嚴格限制在大陸作者所做的研究範圍，而不涉海外學者及海

外留學生所做的研究。

25．《中國社會科學季刊》及其他書刊所發的有關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的文字，見本文所附參閱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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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上述西方市民社會理論及經驗的示範下，在中國改革進程的現實訴求

下，更為緊要的是，在中國學人思路轉向的內在驅動下，中國論者引人了西方的市

民社會概念及理論並着手以此解釋和研究中國的問題。據此一粗略的背景性概述，

我們基本上可以將中國市民社會研究定位為對中國欲實現現代化26 的發展道路的

探究。這種討論和研究無疑具有諸多正面意義 27 ，但此處需強調指出的卻是其間

所存在的問題，因為這些問題有可能構成拓深此一研究的障礙。

首先，中國市民社會論者認為，西方發展的經驗乃是在自由經濟的基礎上建構

市民社會、進而在市民社會的基礎上實現了政治民主化。這一認識向中國現代化發

展的投射，強烈地暗含了對西方實現政治現代化的道路具有普遍有效性的預設，這

在中國市民社會研究中便具體地表現為：

（1）中國市民社會論者認為，中國之所以在實現政治現代化進程中屢屢受挫，

其根本原因在於現代化道路選擇的失誤，展開而言就是中國在發展過程中未能尋求

到建構出國家與市民社會良性互動的結構的合理道路，所以他們批判新權威論者對

個人“卡里斯瑪”的訴求在理路上與民主政治制度建構相悖、亦批判那種倒果為因

地將民主政治作為解決其他一切問題的前提條件的激進民主論，這在某種意義上講

顯然是有道理的。然而，問題在於中國市民社會論者自己選擇的道路卻是一條地道

的西方版道路，而這一道路的選擇依據顯然不是來自本土經驗和知識，而是源出於

對西方實現政治現代化的方式所具有的普遍有效性的認定28 。這種前提性的認定，

反映在研究中就表現為對西方制度、結構或安排移植於中國的可能性幾無置疑。

（2）儘管中國市民社會論者一般都認識到市民社會只是政治現代化的必要條件

而非充分條件，但是深植於其頭腦中的西方市民社會的成功經驗使他們在研究中僅

是象徵性地論及此一問題，換言之，這實際上將對於中國而言極為重要的必要條件

或充分條件問題消彌於在中國能夠建構出西方式市民社會的樂觀之中29 ，進而在研

究中忽略對一些非西方國家（包括二十世紀初的中國）為什麼建構了市民社會或市

民社會雛型，卻未能走上政治現代化的複雜現象進行分析。

26．主要是 關於政治現代 化道路的思考 。

27．這方面的意義至少包括：以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相結合的思維方式替代自上而下的唯一觀，認

真看待 社會具 有的整 合及自 組織功 能，強 調營建 社會基 礎進而 漸進地 實現民 主政治 ，等等 。

28．對於這一問題的批判， 具啟發意義的參見 Phi l i p C ．C ．Hua ng，“Pub l i c Sphe r e ／“ Civ i l Soc i e t y”i n

Chin a ？Th e Thir d Rea lm Be tween S t a t e and So c ie t y ，i n Mode r n C hi n a ，Num be r 2．Apr i l 1 993 。在該文

中， 黃宗 智明 確 指出 ，“ ‘市 民 階級 公共 領域 ’ 與 ‘市民社會’這兩個 概念，在適用於中 國

時，往往預設了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一種兩分的 對立……我以為，國家與社會間的二元對立， 乃

是從西 方近代 早期和 近代經 驗中 高度抽 象出來 的一種 理想 ，但它 並不適 合於中 國” 。

29．儘管並沒有論者明確提出要建構 西方式市民社會，但是整個研 究取向却表明了這點，因為這 個

問題的 提出， 實際 上是由 非西方 建構 了市民 社會却 未能 實現民 主政治 所致 。

30．Timot h y G ．As h，T he U se s o f A dv e r s i t y，London：Gr an t a Book，19 89，P．246 。

（3）中國市民社會論者不僅視市民社會的建構為實現政治現代化的手段，而且

視建構市民社會本身為目標，借用 Timot hy G．Ash論及東歐情形時的說法，“對於

他們來講，重建‘市民社會’ 本身既是目的，又是實現政治變革的手段”30 。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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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要的是中國市民社會論者如何界定此一目標，然而我們發現，此一目標的界定基

本上是根據西方論者對西方市民社會的定義做出的31 ，所以在研究中往往是在中國

的現實經驗與西方的概念之間做簡單的比附，其突出表現是根據西方的定義在中國

發展的複雜經驗中選擇與之相符的那些方面進行意義放大的研究，從而忽略了某些

對於中國發展具有實質意義的方面；此外，論者們還往往各依一己所遵奉的某一大

師的定義彼此間進行與中國發展經驗不涉的爭議。

（4）與第三點緊密相關的是，中國市民社會論者一般都接受市民社會建構的市

場經濟基礎，而且這種市場經濟是以嚴格界定的私有產權為其特徵。然而，經過分

析，我們至少可以肯定地說，正在擺脫傳統計劃經濟的以產權界定不明確的合作為

基礎的“中國模式”，顯然與那種界定明確的私人產權為基礎的典型西方私有經濟

模式不同，而且也與那種正在徹底地向西方過渡的亦以明確界定的私人產權為依憑

的“東歐模式”不盡相同32 ，此一不爭的事實表明，姑且不論中國模式的市場經濟

能否一如西方式自由市場經濟那般培育出市民社會，即使能夠培育出市民社會，那

麼以中國模式為基礎的市民社會亦一定與西方式市民社會不同。然而中國市民社會

論者由於將中國欲圖建立的以及正在發育過程中的市場經濟與西方資本主義自由市

場經濟做了牽強的比附，並且以剝離了中國與西方市場經濟具體差異的經驗而獲致

的空洞的“市場經濟”概念，做為分析研究的工具，甚至設定為中國市民社會的基

礎，從而在中國市民社會的研究中不僅忽略了對建構中國市民社會的中國經濟脈絡

做具體的分析，也忽略了對以中國式的市場經濟為基礎的中國市民社會品格或功用

做具體的分析。

（5）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的過程中，批判商榷的文字有相當一部分。但是深而究

之，無論是“近期難圖的夢”抑或是“幾重障礙”，一般都是在承認中國市民社會

的建構為實現政治現代化的有效道路的前提上展開的，而且批判矛頭多局限在現實

操作的當下可行性方面；這裡需要注意的是，這些批判及商榷所依據的標準大多亦

是西方論者的市民社會觀或者是西方市民社會的發展經驗，這就意謂着市民社會在

中國建構的困難實際上是西方式市民社會在中國建構的困難。而且這些困難只是暫

時的和可以克服的，只要這些障礙的被克服，中國便可建構出西方式的市民社會，

進而實現政治現代化。

31 ．參閱景躍進：《“市民社會與中國現代化”學術討論會述要》，載於《中國社會科學季刊》，

總第5期，第1 97－1 98頁。此文綜述了中國論者的五種定義，但顯然都是西方版的定義，儘管

該文亦指出有論者認為此一概念適用於中國有問題，但“大多數與會代表認為，‘市民社會’

恰如民主、自由、人權、憲政等概念一樣，雖然產生於西方，却具有跨地域、跨文化的普遍意

義和價值，能為我們所用、也應該採用”。

32．參見馬丁·魏茨曼：《經濟過渡：產權理論能做為依據嗎？》，原載《歐洲經濟評論》，1 993

年4月號，現譯載《國際社會與經濟》，1 994年3月號，第21 －22頁。哈佛大學經濟學者魏茨

曼在此文中概括地分析了“東歐模式”與“中國模式”的區別，並指出以產權界定不明確的合

作為基礎的並在實踐中獲致成功的“中國模式”，預示了西方主流產權理論的危機。

其次，如果我們對上述中國市民社會研究趨向做一更深層的剖析，我們便會發

現中國市民社會研究在某種意義上是在承認西方現代化對中國傳統的兩分界定的基

礎上進行的，其間最為凸顯的方面是，大多研究都否定中國以親情血緣為基礎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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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網絡之於整合中國市民社會的正面意義33 ，忽視中國自身發展的經驗對於形成中

國市民社會品格的可能性。此外，中國市民社會研究主要關懷的是政治民主化的實

現問題，然而卻沒有關於民主政治本身方面的相關性研究，他們基本上視西方民主

政治為一當然最高目標，然而正是這一為中國論者視為無需分析研究的民主政治目

標，其中的諸多方面正日益受到西方論者自身的質疑和批判34 。

通過上述對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的簡要分析，我們基本上可以得出如下結論：中

國論者關於中國發展問題的市民社會研究，受到了“現代化框架”的支配，而且在

此一思想框架的支配影響下，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發生了上述問題。

結 語

關於中國發展的研究乃是一項極為艱巨的工作。要拓深這方面的研究，不僅需

要對已有的研究成果進行梳理和分析35 ，更需要對支配這些研究及相關的具體研究

範式的思想框架及其預設做出分析和批判。本文通過提出“中國發展問題的研究受

到了‘現代化框架’的支配並因此發生了相關的謬誤”的理論預設而對中國發展問

題的研究所做的再研究，便是此一方面的努力。當然，本文提出的理論假說還有待

通過對其他有關中國發展問題的研究的分析給出驗證，甚至對有關中國發展問題的

研究受着某種思想框架支配的論斷本身提出質疑亦屬進一步驗證的應有之義。需要

強調的是，本文第三部分通過分析中國市民社會研究以驗證筆者提出的理論假設的

過程，實際上亦是對中國市民社會研究取向的某種批判，而筆者作為中國市民社會

研究者所提出的一些觀點無疑亦屬被批判之列。我所堅持的信念之一便是：中國社

會科學要發展，作為研究者的我們於當下或許更需要的是一種以知識上的自覺為基

礎的波普爾所謂的“愛因斯坦式”的批判精神36 以及 I．Berl i n在論及政治和社會學

說存有巨大潛在危險時所主張的學者自己糾錯和批判的責任37 。

33．此處有例外，如蔣慶所撰《儒家文化 ——建構中國式市民社會的深厚資源》，載於《中國社會

科學季刊》，總第3期， 第1 70－1 7 5頁。但 僅此一例，而且該文所論 亦是根據西方市民社會 的

定義 相應 地在 中國 儒家 文 化中 尋求 相關 資源 的 。

34．這方面的研究文獻頗多，近來關於民主政治的討論日益升溫 ；1 99 4年 4月 6日 ，當 今最 具權 威

的學者之一J ．哈貝馬斯去挪威就民主政治問題做專門學 術報告：Th r e e Norma t i v e M od e l s o f

De moc r a c y ， 可 以被 視 為是 這種 升 溫趨 向的 一 個例 子 。

35．此處當包括不同時期依據不同西方理論而形成的具體的研究範式的性質、其具體預設，以及這

些 範 式 的 轉 換 等 問 題 。

36． 參閱波 普爾： 《科學 知識進 化論》 ，紀樹 立編譯 ，三聯 書店， 1 987年版 ，第49－50頁 。

37．I ．Ber l i n：Four Es s a ys on L i b er t y ，pp．118－119，Ox f o rd Un i ve r s i t y Pr e s s ，1969。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本文對中國發展研究論者採取尋求西方經驗和理論的取

向以及在此一研究取向下發生的種種問題的分析，並不意謂着對這種取向本身的批

判，更不是簡單的否定，而是對支配並影響這種取向的“現代化框架”的批判，因

為正是此一框架本身的謬誤使我們在向西方尋求支援的取向及研究方面發生了種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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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誤和扭曲。毋庸置疑，這裡還在根本上涉及到中國論者在以中國發展為研究對象

的時候應否採取西方的概念及理論的大問題，不過這是另一層面的問題，本文不

論；但在此處至少可以指出的是，對於這樣一個嚴肅的學術論題，憑持任何狹隘的

民族主義的態度隨意論斷都是不足取的，惟有透過謹慎的知識學分析和中性的方法

論研究，我們方能期望在此一題域中獲致知識上的自覺和認識上的拓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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